直轄市制度變與不變：路徑依賴的研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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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筆者從路徑依賴研究途徑來探究近40餘年來直轄市的演變過程，探討的主要問題有：1.歷40餘年來在台灣直轄市體制的主要路徑依賴現象為何？又其路徑創造演進的過程為何？2.何以處於全球化時代，在高速科技化、資訊化、經濟化、及政社結構快速變遷下，我國直轄市制度的反應是如此的慢化，原因為何？難道路徑依賴理論下的鎖定效果(lock-in)、及自我再強化(self-reinforcement)效果，對我國而言，又是如此的堅韌及頑強嗎？3.路徑演進的關鍵時刻又在哪？其關鍵改變動能又在哪？路徑再創造所產生的變革路徑，是次佳或是最佳選項？此外，4.我國直轄市制度路徑變與不變之處又在哪？

    臺灣直轄市體制初期的主要路徑依賴，就是直轄市的條件設置路徑及中央核定路徑兩種，此兩種路徑在三次變革過程中並未改變，雖然在五都時期又再創造了準直轄市路徑、合併升格、合併改制路徑及具有地方參與的作業路徑，這些路徑是有擴大原先路徑的現象，但並未偏離原先路徑的設計軌跡。

    我國直轄市從二都到五都的演變，基本上歷時30年是慢化的，揆其慢化之原因，即因轉換成本、鎖定效果、自我再強化、網路外部性、短見視野及反應序列等因素之干預所致。其次，從二都到五都的路徑演進，其關鍵時刻是在2008年左右在馬英九總統三都十五縣的規劃藍圖下，再經過專家學者審查意見，強勢主導修法並規劃創造新五都的路徑，不過，僅可視其為次佳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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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直轄市的研究，沉寂一段時間，直到三都十五縣，六星計畫提出前後，才倍受關注，不少學者著手研究，諸如呂育誠(2010)建構與營造新北市的組織治理體制，紀俊臣(2010)新北市的發展願景與經營策略，李長晏(2010)後五都時代區域發展與跨域治理合作模式之制度設計，葉世文(2010)國土空間規劃變革─談國土計畫法的研訂，江大樹、梁鎧麟(2010)從縣市合併升格到區域合作治理：「3都15縣」政策評析，陳朝建(2007/10/12)準(新)直轄市形成後之財政資源分配，陳朝建(2009/06/25)地方改制直轄市的政治法律分析，陳朝建(2009/05/19)再評馬英九總統的三都十五縣，陳朝建(2007/01/03)台灣地方制度法之設計與修正，徐仁輝(2010)五都制下的台灣地方財政的未來，陳敦基、陳根德、溫裕弘、伍佩鈴等(2010)區域發展與創新：以桃園國際航空城為例，蕭全政(2010)從政府再造看對台灣府際關係的衝擊，吳濟華(2010)都會治理模式與縣市合併之趨勢探討，一時尉為政治學界的研究題學。
    國內學者對直轄市之研究，在2005年以後的研究焦點，大都聚焦於區域治理、跨域治理、區域合作、國土規劃、地方財政、經營策略及法治結構等面向。並大都重視與國外大都市的都會區研究作參照式的對比。但並無從路徑依賴理論，且從時間縱面作較全面式的剖析。基本上，直轄市治理機制之發展，從上述學者之戮力投入，及先進國家都會區之參照經驗，應予具完整式的探討，唯均無從路徑依賴途徑做分析，未能完構化歷史制度主義及制度功能的詮釋，因此，本人擬採嘗試性應用的方法對此一課題作探討。
    至於國內社會科學界，除經濟學外，從路徑依賴研究途徑來探討政治、行政提社會事象的研究，並不多見。在社會科學界有柯志明(2001)的番頭家及林國明(2004)的到國家主義之路：路徑依賴與全民健保組織體制的形成。另政治、行政學界則有張峻豪(2007)的從新舊制度主義分析我國憲政體制變遷脈絡，江慧萍(2008)樂生事件發展歷程之探討：路徑依賴觀點及莊景名(2009)從路徑依賴探討後冷戰時期的北約組織發展。上述研究在路徑依賴研究途徑的介紹及其如何應用上，對本文則有相當的啟發作用。

貳、路徑依賴研究途徑
一、源起
    路徑依賴的概念從過去25年前的經濟學領域發展出來後，到現在還是有很大的迴響，路徑依賴的此一名詞與經濟學界的Brian Arthur and Paul David齊名。David(1985)的成名作是QWERTY一文，而Arthur的成名作是經濟學上的自我再強化機制(Self-reinforcing mechanisms in economics.)一文。(Peacock,2009:106)
    在經濟學界，W. B. Arthur 1994年發展出路徑依賴模式，在比較政治界學者如C. Tilley (1989)、R. B. Collier與D. Collier(1991)則就不同國家的政策決定發展出應用性的路徑依賴。其中，經濟學及比較政治的學者所著重的是奠基於路徑依賴的制度決策選項模式(Robinson ＆Meier,2006:244)。此外P. Pierson在2000年則追隨Arthur的路徑依賴模式，在比較政治發展與公共政策領域中發展出一個整合的路徑依賴模式架構(Robinson ＆Meier,2006:245)。
    路徑依賴一詞是挑戰了經濟學家與法學家的先前主導論點(Schmidt＆Spindler,2002:312)。路徑依賴成名後，科技、企業管理學界繼之在後，另社會科學界中的社會學、政治學及行政學也隨之遍地開花。進言之，路徑依賴是一個持續被採用的議題，在策略研究上有興趣的是在於其能力及例行性面向上；在企業精神及改革的研究上，所關注的是技術面向的設計軌道；在制度經濟學上，所關注的是制度及治理結構的持續性。隨著歷史及制度的路徑依賴所存在的機關及其採納力的文章，已使前置性的理論(meta-theory)復甦，日受重視成長(Ed,2010:733)。
二、界說
    至於何謂路徑依賴？其界說定義，每隨各學界學者的認知，而有些許的差異。1.學者J. Vergne與R. Durand (2010)對路徑依賴的定義，視路徑依賴為一種過程，這過程基本上是指最初的情境一路走來，在受到一系列權變事件的影響，其所採納的路徑是會比原先的情境更為擴大。當這種情況發生，他會改變最初影響的分配，且其影響會隨時間而異。事實上，以往的路徑，尤其是在沒有外力震撼衝擊整個體系下，還是會持續的被選擇，而且它可能自我再強化(self-reinforced)，或有可能呈現鎖定(不可或缺，locked-in)效果(Ed,2010:733)。
    2.按學者Mark. S. Peacock的理解，路徑依賴是種比擬法，用比擬的方式來闡述技術及經濟的演進面向，也就是透過將演進當作路徑的比擬(Peacock,2009:107)。援此，路徑依賴的解釋是能夠來展現主導技術的行程，以其演進為主要的技術路徑，但並不能有效呈現其他種技術。這種解釋有兩個階段組成，第一階段，當觀察到技術X支配了市場，技術X就是種主導技術，同時我們也一定能發現技術X在市場上能駕馭其他技術Y。而第二階段，就是我們也一定能找出標準C的陳述，透過C的陳述來顯示Y是隸屬於X的(Peacock,2009:118)。易言之，不管是哪種路徑，一個人所處的位置，是由其所採行的路徑所決定的。而且，該人不僅不會脫離該路徑途徑，也不會抹煞他現在所處的位置(Peacock,2009:107)。
    3.按U. P. Reuch之界定，路徑依賴是指一個特定年的價值指標，不僅依賴那年的變數，同時也要依賴以前所達成的變數( Reuch,2004:230)。易言之，路徑依賴的分析不能只依賴一個變數，它必須依賴一組具函數性的整合變數。
    4.在論述有關技術史及技術個體經濟的文章裡，大多學者主張「改革」就是路徑依賴(innovation is path dependent)。也就是技術發展的歷史型態常被思考是在決定未來技術變遷空間裡扮演著核心的角色。這個論述的主要依據，就是技術的鎖定觀念，技術的鎖定是強調公司儘管已潛在的發現出更有生產力的技術時，還會繼續採用既有的技術( Redding,2002:1215)。Peacock進一步強調路徑依賴也可能與科學哲學理念是相衝突的，因為科學知識的被發現，是誰創造的、何時創造的、何種情況創造的並沒有固定的依循型態。而真正的知識它是個獨立的變數，此知識的產生或因創見的權變結果、或因依循從開始到認同的路徑，或是種歷史的偶然均有可能。因此，科學知識不純然是種路徑依賴的結果(Peacock,2009:106)。
    5.Douglass North之路徑依賴理論，他同是認知心理學與組織理論的研究學者，主張行動者在高度複雜性及含糊性系絡中運作，常會因過濾資訊於既有的心智圖案上出現嚴重的偏見。（North, 1990; Denzau and North, 1994）當不確定的資訊是被洩漏了，則確定的資訊將傾向於併合，North相當側重於積極的反饋上。以致North的研究工作，長期落在政治文化、認知學及組織學上。(Pierson,2000:490)
    6.S. E. Robinson與K. J. Meier.在組織行為研究中，經常被討論到慣性行為，視慣性行為乃高度秩序過程(higher order process)的一部份，並以此高度的秩序過程稱為路徑依賴(path dependence) (Robinson ＆Meier,2006:242)。
    7.我國學者林國明則綜合各家之說，將路徑依賴分為嚴謹及寬鬆兩種定義，就寬鬆的定義，路徑依賴只是說「早期所發生的事，會影響後來事件的發展。」就嚴謹(或說狹隘)的定義，是將路徑依賴看成如樹枝分岔的次序發展模式(林國明，2003:12)
    從上，路徑依賴之定義，主要是以過程論為主流，其次，是有些學者則已進一步希望能具體化或擴大應用路徑依賴於改革、比擬分析整合函數或積極反映等面向上。所以，路徑依賴一詞大致已有共識性的認知，並且未來還存有很大的發展空間。本文探討直轄市制度的變與不變，並以路徑依賴研究途徑來剖析，即視40多年來直轄市制度之發展，是一個演進或改革過程，其發展過程有其基本的路徑依據或指標，來影響或引導制度的改變或演進，就演進過程來看，是呈現著高秩序、鎖定、自我再強化、關鍵事件、路徑再創造及漫畫改革等現象。
三、兩個路徑依賴的方程式
    Robinson與Meier認為路徑依賴會以兩種方式來影響行政組織的行為，一為傳統所描述的漸進主義，二是可採用數學型態以組織過去的路徑選擇來探討其對當今選擇的影響。並以下列的方程式Dt = Dpath at t-1 + X + ε來說明路徑依賴的基本邏輯，Dt表示當今的路徑選擇，Dpath at t-1就是指過去的路徑選擇，X則是指一些的環境因素，ε就是指隨機的誤差；合而言之就是指當今的路徑選擇是根據過去路徑，並在一些環境因素影響下，再加上一些隨機誤差所產生的結果(Robinson＆Meier,2006:245-246)。
    其次，R. Martin提出一個路徑依賴的標準模式，並且以x(t +1) = Fx (t )(h(t ) x)方程式來詮釋路徑依賴的過程。其中h(t)x中的h是強調歷史的概念，而x是經t時間歷史所發展出來的既有的路徑，而x路徑在歷史發展過程中，同時還會存在有其他的因素y，該y因素會全程伴隨x因素而發展，且會對x因素構成一些影響，也意味著 h(t ) x就是{x(t), x(t - 1) . . . x(0), y(t + 1), y(t), y(t - 1) . . . }的集合。該集合中x路徑是經歷了0至t的時間，而y因素也是經歷了0到t的時間。其次，方程式中的Fx (t )則是指一種結果的函數(outcome function)，該函數強調經歷t時間所發展出的x路徑，加上伴隨而來的y因素，將透過路徑依賴過程而演進為x(t +1)，即指(t+1)時間的x路徑，強調先前歷史的x路徑將會決定或可預測出一些未來的軌跡( Martin,2010:4)。
    該標準的路徑依賴模式特予強調的有幾個關鍵概念，諸如，歷史的偶然性(historical accidents)、標準的均衡狀態(standard equilibrium)、鎖定效果(locked in)、網絡外部性( network externalities)、報酬遞增效果( increasing returns effects)、外來衝擊( external shock)、路徑創造( Path Creation)。
    從上述兩個方程式來看，路徑依賴研究途徑的最根本思惟邏輯是現在既有的路徑，不是憑空而來，而是由先前路徑逐步演進而來，先前路徑之演進可視為是種集合體，該集合體會受到一些外來環境因素或隨機變異的影響，而演化為現今的路徑。因此，路徑依賴是在陳述某一演進過程，唯演進過程中原先路徑之集合體是如何與外來環境因素相結合或關連，則又是另一個思惟邏輯。
四、路徑依賴的一般特徵
    R. H. Schmidt與G. Spindler這兩位學者認為路徑依賴的定義是採用經濟效率的傳統概念，視經濟效率為一種參考標準，而效率概念是與動態均衡性(equilibrium)有緊密關聯。並強調經濟理論再使用路徑依賴概念時，是在使隱含性的動態面向變成明確性，路徑依賴在討論其調適過程，但這種現況性的處理在某種條件來看並不完善。其次，典型的路徑依賴也附加了一些非傳統的設定，諸如有限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或不良善及不完全市場(Schmidt＆Spindler,2002: 314)。並提出了路徑依賴的兩種解釋，第一種解釋，路徑依賴可視為是一種轉換成本(Switching Costs)的結果。第二種解釋路徑依賴可視為是種演變短視的結果(Schmidt＆Spindler,2002: 314-315)。這兩種解釋都是看到了路徑依賴的問題點，強調在路徑依賴到路徑創造間是會存在著轉換的成本，以及演進過程中的短視等兩種窘境，進而降低了路徑依賴的發展，無法達到最佳選項的決策。
    其次，Pierson在政治制度的研究中發現有一個共通的現象，這個現象就是組織的運作中在不同的型態下有報酬遞增 (increasing returns)的現象，此報酬遞增的現象可由下列三個源由加以說明，第一從政策的實用上來看隱含著假如當對政策作再度使用時，是容易產生效率的，簡單來說也就是邊做邊學的道理(learning by doing)。第二從政治制度中我們可以發現，他是比較容易採納以前曾採納過的政策，此種現象就是我們常稱的網絡外部性(network externality)。第三路徑依賴在過程上，有一個共通點就會預期去採行經驗法則(Robinson＆Meier,2006:245)。
    按B. Vladimir與M. W. Allan的研究路徑依賴的一般特徵有四，第一路徑依賴是種過程的產物，其存在相當依賴於過去的歷史，路徑依賴是由機關過去所作的一連串的決定及其決定所造成的結果，而不僅是存在於當代的條件。第二路徑依賴理論挑戰了經濟學界想建構最佳解決方案的理念。取而代之的是原始的偶然是能整理出一個次佳的路徑體系，也就是路徑發展隱含著經濟過程的一些僵化現象。第三路徑依賴未必隱含著決定論，明確的結果或可能被認為比較好的，但並沒有一個必然是最佳化的，儘管變遷及改革的過程具有其累積性及路徑依賴，但還是可能被偶然的不連續所阻礙。第四路徑依賴並無法解釋，系統的發展是在路徑依賴裡，也無法根據演進理論來作抽象比較 (Vladimir＆Allan,2007:39)。
    從上三種論述，筆者是可進一步導出路徑依賴論演進過程中的思維邏輯及一些重要的思維變數，來掌握路徑依賴的特徵。大體上，演進過程中(1)依賴歷史、(2)經驗法則、(3)報酬遞增等變數，乃是先期路徑的本質性特徵，而干預先期路徑演進的因素，則有網絡外部性、短見視野、轉換成本、鎖定效果、自我再強化、反應序列、關鍵時刻等特徵，經此干預，則路徑累積、路徑再創造或次佳選項等概念特徵即可呈現其路徑演進的結果。筆者並依上述特徵，展示路徑依賴的特徵邏輯圖，如圖1。

圖1：路徑依賴的特徵邏輯圖

資料來源：筆者自行整理
五、路徑依賴的序列論述
    從上述路徑依賴特徵邏輯圖的干預性因素來看，自我再強化及反應序列是持續路徑，也是抗拒或發展路徑的重要變數，是有在深述的必要。
    James Mahoney強調自我再強化序列及反應序列(reactive sequences)是兩者不同的序列。指出自我再強化的序列是創造了鎖定效果。譬如有限英國君主制間接促成了技術實驗的自由文化，協助18世紀的工業革命的出現。反應序列的發生，諸如：表層煤的供應已然耗盡時，礦業公司就會到被迫到地下深挖。在反應序列中路徑會變動其方向，此變動應具有高度的可預測性。( Driel＆De,2007:684)
    其中，Krasner和North強調，創始的制度決定是會隨時間來增加其自我再強化（self-reinforcing），這些創始的選擇，會鼓勵精心的社會經濟網絡的形成，及更擴大增加採行先前可能選項的成本，並禁止其退場。其次，Pierson指出技術改變對路徑依賴也有些事實的誘導性。技術改變主要可增加其制度的回應力及積極的回饋。促使技術改變有此功能，又主要是在1.擴大設定或固定的成本（Large set-up or fixed costs），2.具體的學習效果（learning effects），3.協調效果（Coordination effects）（或網路的擴張network externalities）及4.採納的期望（ adaptive expectations ）等事實情境的誘導下所形成的 。（Pierson,2000:492）。
    總結上述路徑依賴研究途徑的分析功能，筆者同意管理研究雜誌主編的看法，要研究真實世界的路徑創造及路徑依賴，在研究上應整併所有過去、現在及未來的時間縱面，並聚焦在行動者的實際行動上，來創造與形成各種不同的路徑(Ed,2010:734)。因此，本文關切的「直轄市制度的變與不變」，所以探討的主要問題有(1)歷40餘年來在台灣直轄市體制的主要路徑依賴現象為何？又其路徑創造演進的過程為何？(2)何以處於全球化時代，在高速科技化、資訊化、經濟化、及政社結構快速變遷下，我國直轄市制度的反應是如此的慢化，原因為何？難道路徑依賴理論下的鎖定效果(lock-in)、及自我再強化(self-reinforcement)效果，對我國而言，又是如此的堅韌及頑強嗎？(3)路徑演進的關鍵時刻又在哪？其關鍵改變動能又在哪？路徑再創造所產生的變革路徑，是次佳或是最佳選項？此外，(4)我國直轄市制度路徑變與不變之處又在哪？這些議題均有特予釐清，作完整分析的必要。
參、我國直轄市制度的基本路徑：本質性的特徵

    各國對直轄市的定義、稱呼皆不同。西方主要國家是以metropolitan，都會區、大都會稱之。以鄰近國家來看，日本謂之「都」，「都」即東京都，是日本中央政府所在地，亦是國家經濟中心與人口最多者。而北韓則定義「直轄市置於政府之直轄下」，其直轄市鮮有自治精神，目前僅有平壤直轄市、羅先特別市，直接隸屬於中央政府。南韓的直轄市則有較強的地方自治意味，除了首爾特別市，還有包含釜山等六個「廣域」市。

一、直轄市制度的源起

    我國直轄市制度的源起，可上溯至清光緒年間，頒布之「府廳州地方自治章程」，以及宣統元年所公佈的「府廳州地方自治章程」、「京師地方自治章程」，章程內容主要參考同時期日本的地方自治法。其中「京師地方自治章程」施行的範圍，即指首都，大致同於日後的直轄市，此三個章程，可說是我國直轄市制度的濫觴。

    然而，此三章程並未實行，清朝已覆亡，因此自治章程的輪廓便延續至民國時期。北伐統一前，因受到軍閥割據、袁世凱帝制等內部因素，章程的自治精神殆盡，未能實施。1928年北伐統一後，中央政府才開始制定與現實相符的政策，陸續制定《特別市組織法》、《市組織法》，於全國各地實施，而最終定制，是在1930年，廢除並綜合前兩者內容，完成《市組織法》，將市分為二種，一是，隸屬省政府之市謂之省轄市及二是隸屬行政院之市，謂之直轄市。（陳殿權，1979：19）。

    由北伐到1949年播遷至臺灣的過程中，國民政府概以人口數一百萬為標準，先後建制了12個城市為直轄市（侯暢，1967：15-16），計有南京、上海、北京、天津、青島、重慶、大連、哈爾濱、漢口、廣州、西安、瀋陽等。「中華民國憲法草案初稿試擬稿」，相當重視直轄市精神，如第145條「工商繁盛人口集中之地，得依法律所定標準設市，直隸中央或省政府。」，第146條「市設市政府，以市長組織之，市長由市民選舉後，其直隸中央之市，應提請中央任命之，其隸屬省政府之市，應提請省政府任命之。」第147條「市長視其市之所隸屬，受中央或省政府之指揮，綜理全市政務，其任期為三年，連選得連任。」以上三條充分表述了直轄市的標準，包含其定義與、隸屬機關以及條件市長產生方式（黃錦堂，2003：16）。
    國民政府來臺之前，日本政府已經將臺灣劃分為五州三廳，五州分別為臺北、新竹、臺中、臺南及高雄，三廳則是花蓮、臺東與澎湖。國民政府以此行政劃分為基礎，配合社會、經濟與人口等現實考量，進一步將全島劃分為8縣9市及2縣轄市（臺灣省政府民政廳，1951：5）。

    以首都臺北市來看，臺北不僅為政府遷臺後的中央所在地，同時為戰時首都，因此於1967年，首先改制為院轄市，當時的政府對臺北市的定義十分清楚，即：「臺北市改制為院轄市之目的，即在建設其為一個現代化的都市，以適應戰時的需要。」（臺北市政府新聞處，1988：林市長序文）。
    如今，直轄市已不似1930年代中國大陸的「特別市」，已帶有強烈地方自治的意含，並隨著法律與制度的完善，強調當符合「人口達到一百萬以上」、「在政治經濟文化上有特殊情形之都市」等條件的都市，再加上憲法118條「直轄市之自治，以法律定之」的規範，促能更有效實行地方自治的功能（樊中原、席代麟，2001：12）。
二、我國直轄市之法制路徑
    法制(rule by law)概念，是作為另一個對法律存在目的的系統性認識和信念規範的集合體。直轄市概念首先源自於，1930年5月20日國民政府公布之《市組織法》，對於市分為兩大類，一為由行政院指揮監督的市，一般稱為「院轄市」或「直轄市」；一為由省政府指揮監督的市，稱為「省轄市」，這兩種不同的「市」，《市組織法》第3條及第4條分別有其設置條件 。用以取代1921年《市自治制》所規定的特別市，特別市的地方自治屬性也在1930年《市組織法》中被大量削弱，市長此後自開放直選前皆改由行政院直接派任（官派簡任）。

    1949年國民政府來臺後，地方制度乃至於直轄市自治制度，並未遵循憲政體制運作，而以1950年訂頒《臺灣省各縣市實施地方自治綱要》作為臺灣推動地方自治的準據法，到1967年臺北市由省轄市升格，臺灣地區才出現第一個直轄市；1979年第二個直轄市出現在臺灣南部高雄市，但關於直轄市自治的法制，並未隨同完備，而是由行政院分別訂頒《臺北市各級組織及實施地方自治綱要》及《高雄市各級組織及實施地方自治綱要》作為北高二直轄市實施自治的準據法。

    1992年修憲後，1994年《直轄市自治法》公布施行後，憲法本文第118條的規定，方始真正落實。就如同直轄市字面上的含義一樣，這種行政區劃的概念具有中央集權的色彩。若單就字面上的意義來解釋，即為「直接由中央政府所管轄、建制的都市」，由此名稱來看，看似是以朝向一個完整且獨立的自治體所設計，但其權力則受到憲法118條「直轄市之自治，以法律定之」的規範。

    當時，直轄市政府所屬機關組織的設計，依照北高兩市政府組織規程，係由所屬一級機關組成，一級機關為執行業務需要再下設二級機關，因此直轄市政府僅由市長、秘書長及少數高級參贊性職務組成，至於推動直轄市政府各項自治事項業務，則由所屬各級行政機關執行，此種組織模式與當時的各縣（市）政府，主要由內部單位組成的織結構不同 。此外，直轄市政府組織的職務列等設計，是遠高於縣（市）政府的職務列等，以民政局為例，直轄市政府的民政局長列等為簡任第12職等的常任文官，縣（市）政府民政局長則為薦任第9職等的常任文官。之所以會有如此的差距，一般而言，都以直轄市政府直屬行政院，不同於受省政府指揮監督的省轄市政府，兩者層級不同；另一觀點，憲法上，直轄市與省屬同一層級，故北高兩市升格直轄市後，其組織的設計應比照臺灣省政府的架構，因此組織設計自然不同於縣（市）政府。

    直轄市自治法對於直轄市政府組織結構的設計，係以強權市長（strong mayor）模式設計延續威權體制官派市長的直轄市政府組織結構，而依直轄市自治法的規定，最大的差異即市長須直接民選市府團隊的組成方式，依直轄市自治法第30條規定，直轄市政府所屬一級機關中，主計、人事、政風及警察機關首長，尚須依專屬人事管理法律任免，受中央政府的監督掣肘。此外，其餘首長職務比照簡任第13職等才由直轄市長任免。據此，民選的直轄市長，可以透過政治任命的所屬一級機關首長組成市府小內閣的執政團隊，推行市政。考諸直轄市自治法第30條立法沿革，原本行政院送立法院草案版本，並無市政府所屬機關政務職首長的規定，乃立法院審查時，認為直轄市政府所屬一級機關首長知任用，應同省政府各廳處長的任命，而通過賦予直轄市長更大的人事權。其次，在直轄市下的地方層級，則一律改為區，區設區公所，置區長一人，由市長直接任免，毋須民選。此種情形，到了1998至1999年配合臺灣省的「精省」工程，地方制度法立法過程中已然啟動，唯尚無重新檢討直轄市政府組織的設計妥適性的考量。

    我國直轄市之設置在1999年地方制度法通過前，是依《市組織法》第3條之規定，凡人民聚居地方具有1.首都；2.人口在百萬以上者；3.在政治經濟文化上有特殊情形者等條件之一者得設直轄市（薄慶玖，2006：51）。上述三條件只要有一條件達成，即可具備申請設置直轄市之候選資格，唯得設與否，尚須經中央政府之核准。換言之，1999年以前設置直轄市的基本路徑有3個候選路徑（首都、人口在百萬以上者及政治經濟文化上有特殊情形者）與1個必要路徑（中央政府之核准）。

    1999年後我國地方制度法通過後，直轄市之設置條件，依地方制度法第4條之規定，人口聚居達125萬人以上，且在政治、經濟、文化及都會區域發展上，有特殊需要之地區得設直轄市。上述1999年地方制度法通過後，直轄市設置之候選資格限縮至一個條件，唯設置與否，一樣尚須中央政府之核准。換言之，1999年地方制度法通過後，設置直轄市的基本路徑變革為1個候選路徑(人口聚居達125萬人以上，且在政治、經濟、文化及都會區域發展上，有特殊需要之地區得設直轄市)與1個必要路徑(中央政府之核准)。

    2007年地方制度法第4條第2項修正，縣人口聚居達200萬人以上，未改制直轄市前，及其他法律相關於直轄市之規定，準用之。上述2007年地方制度法第4條第2項的修正，準直轄市之規定候選條件轉為1個創新路徑，唯設置與否，尚須中央政府之核准。換言之，設置準直轄市的基本路徑為1個新的創新變革路徑，但此路徑主要還是奠基於舊有制度上的過渡措施，主張設置準直轄市，還是需依循1個候選路徑(人口聚居達200萬人以上)與1個必要路徑(中央政府之核准)。

    2009年地方制度法增訂了第7條之1(改制許可程序)、第7條之2(改制計畫應載明事項)，明定申請改制直轄市的行政程序性作為。第7條之1的第1項指出，內政部基於全國國土合理規劃及區域均衡發展之需要，擬將縣(市)改制或與其他直轄市、縣(市)合併改制為直轄市者，應擬定改制計畫，徵詢相關直轄市政府、縣(市)政府意見後，報請行政院核定之。第7條之1第2項，縣（市）擬改制為直轄市者，縣（市）政府得擬訂改制計畫，經縣（市）議會同意後，由內政部報請行政院核定之。第7條之1第3項，縣（市）擬與其他直轄市、縣（市）合併改制為直轄市者，相關直轄市政府、縣（市）政府得共同擬訂改制計畫，經各該直轄市議會、縣（市）議會同意後，由內政部報請行政院核定之。第7條之1第4項，行政院收到內政部陳報改制計畫，應於六個月內決定之。

    觀諸上述申請改制直轄市的行政程序性作為，發現共有啟動性路徑、作業性路徑及決定性路徑的三種設計。首先，就啟動性路徑而言，第7條之1第1項旨在說明提出由中央政府作一啟動性路徑的角色，與其相對者，第7條之1第2項及第3項旨在說明地方啟動性路徑的角色。其次，就作業性路徑來看，第7條之1第1 、第2及第3項之規定，大體都是需要由地方政府來執行，其中執行過程會涉及到徵詢地方意見，擬定改制計畫，再經地方議會之同意，而後，送交中央政府核定等作業程序。最後，在決定路徑部分都是由內政部組成審查委員會決定後，再送行政院核定。

    針對上述三種路徑，筆者再加入條件性路徑來架構直轄市改制的法制路徑表如表1，表1中當條件性路徑完備時，就可進入啟動性路徑，啟動性路徑完成後，就進入作業性路徑，作業性路徑完成後就可進入決定性路徑。其中，就條件性路徑而言，就是人口達125萬以上，且政治、經濟、文化及都會區域發展有特殊需求之地區。這是唯一的一個具候選性的條件路徑。

    就啟動性路徑而言，1.中央基於國土合理規劃及區域均衡發展的考量，可由中央政府啟動縣市的升格改制；2.地方（縣市、直轄市）擬定改制計畫提出，這是由地方政府啟動的直轄市升格改制。因此，按法制而言，有兩個獨立性的啟動路徑。
    就作業性路徑而言，是有序列性的設計，原則上，1.由地方政府徵詢各方意見後，再2. 由地方政府擬定改制計畫，擬定後再3.經地方議會同意後，最後4.送中央政府核定。因此，共有4個具序列性的作業路徑。
    就決定性路徑而言，是由內政部組審查委員會，審查決定後，由內政部送行政院核定之。因此，這是唯一的1個必要性決定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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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個候選的條件路徑

兩個獨立啟動路徑 四個序列作業路徑

1個必要決定路徑

表 1： 現行縣市改制為直轄市之法制路徑分析表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三、本質性特徵的論述

    依本文的架構，循路徑依賴的邏輯來看，我國直轄市制度的基本路徑，在本質上的特徵有以下三個現象。

（一）依賴歷史：

    國民政府來臺前，臺北、高雄已為主要都市之一，再加上臺北戰時地位的重要，在歷史的背景下，是為較早發展的地區，係其後來為首先改制之地區的原因之一；就法制面言，直轄市的法源依據在早期皆以1930年就已公佈施行的市組織法為主，直到1999年地方制度法通過後，才將市組織法廢止，就上述對於法制的瞭解，現在地方制度法中仍有相當部分內容，是延續市組織法的內容，而且就法制路徑的演進軌道來看，也可見其對於過去歷史的依賴。

（二）經驗法則

    市組織法和地方制度法中，在改制申請的條件上，對於人口的要求皆係百萬人以上的標準，且皆需政治、經濟或文化上具其特殊性，可見直轄市的條件，仍是在過去的經驗上更動，且已有一定的基準存在，以致後來高雄在提請改制時，係以臺北市之經驗作為參考，另五都改制的基本法則，也循此經驗為之。

（三）報酬遞增
    我國之行政區劃，在臺北市改制之後，一直被認為有南北區域發展不均的情況，為顧及國土開發之公平性及南部地區之民意等，而通過高雄市的改制，達到了表面上之南北區域平衡，且維持30年之久的二都區劃。同時30年間，我國曾創造了經濟奇蹟，且漸次躍入已開發國家之林，並未因未大幅改制，而損其國家發展，易言之，報酬遞增現象是被認為真正存在於原直轄市之制度路徑依賴裡。
肆、直轄市制度的變革階段：干預性的特徵

都會的建立有許多不同的因素，在我國過去都會之建立，多以政治作為考量，當然其亦具有相當的經濟條件、社會力量、及地理區域規模的考量。中華民國從大陸播遷來臺，當時以反攻復國作為首要目標，但隨著經濟的日漸繁榮，反攻復國亦非短期可解決之問題，在國家內部發展日趨重要的現實下，直轄市的建立除了政治因素考量外，經濟、社會及區域發展因素，就隨之漸具關鍵性的影響力。光復初期，全臺共有8縣9省轄市，後變更為5個省轄市
，直到1967年臺北市改制為院轄市，才出現我國行憲以來，首次配合地方自治制度所創立的院轄市。

一、三個變革時期

    我國直轄市的制度變革， 大體可分為三個時期，（一）1967年臺北市的改制，為一都時期；（二）1978年高雄市的改制為二都時期，及（三）2010年底開始的五都時期。在三個直轄市制度的變革中，就路徑依賴理論觀之，制度是會被部分延續使用的，外國學者 P. Pierson提過在政治上，制度是呆板的（Institutional “Stickiness” in Politics），在政治上的制度安排，典型上是很難改變的（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in politics are typically hard to change），正式的政治制度經常是抗拒改變的（formal political institutions are usually change-resistant）（Pierson, 2000:490）其次，Robert Goodin也認為制度其實是不易改變的，且強調制度的穩定性和可預測性，是可透過築巢規則（nested rules）來達成的，而且此規則運用在官僚層級體制中，是會增加改變成本的（Goodin, 1996:
23）。

    制度是否真的難以改變，又在何種情形下，制度才會發生改變，是何原因造成其發生，Chang Bum和Shui-Yan認為，制度因改變並不容易，其所以發生變遷，可能是透過長期的漸進過程或一個激烈過程，而在激烈過程所形成的變遷，就會與關鍵時刻的概念有所關聯。所謂關鍵時刻(critical junctures)的概念，可以設定為在制度、政治及政策發展中，所發生的主要分水嶺(watersheds)或轉捩點(turning points) ( Chang Bum＆Shui-Yan,2010: 5)。

    綜上從路徑依賴的角度來分析我國之直轄市制度變革，筆者將透過對於我國直轄市的三個變革時期的瞭解，以明白制度轉變之難易度，並尋找變遷時之關鍵時刻為何？

（一）一都時期

    臺灣早在光緒3年即設臺北府，光緒21年於日本統治下設臺北廳，民國9年日本從臺北廳劃分市街區為臺北市，成立市制。至1945年，抗戰時期，日本投降，臺灣光復後，政府重建省制，明令台北市為省轄市，成立臺北市政府，改劃行政區域為10區，境界從舊（陳敏男，1980：13），定下臺北市的省轄市地位。

    臺北市人口截至1966年12月底止，已為1,174,883人，如將流動人口納入，當達150萬人左右之數，形成東亞大都市之一，加以工商業發達，又為反共抗俄最高指揮基地，地位日形重要（侯暢，1967：7），再加上當時中央政府實際有效統治區域，與臺灣省政府行政轄區重疊性過高，促使機關出現疊床架屋情形，而臺北市的升格，除了可以解決此情形，尚能使中央政府之實際位階有實質上的提高效果（王健民，1992：9）。除上述之外，尚有認為臺北市的改制乃因1964年臺北市長為國民黨外人事高玉樹（無黨籍）當選，為避免首都市長非國民黨人士擔任所產生的尷尬，則將臺北市升格為院轄市，市長改為行政院院長指派，並任命高玉樹為改制後第一屆之臺北市長，顯有攏絡之意（陳滄海，2011：110）。

    而臺北市改制後行政區域將擴大，亦擴大了其稅源之基礎，在其改制升格後，大體上在國稅分成比例部分，略少於省縣兩級合計之總額，但中央稅收的部分是相對增加的，且臺北市及中央因之增加的額度，即為當時臺灣省政府所減少之額度，所以臺北市之改制，對臺灣省政府之財政上，影響甚大。

    鑑於，臺北市的改制早在總統令准升格前，就已蘊釀了十多年，直到1966年11月24日才於臺北市議會內，通過周得福議員所提的臨時題案
（聯合報，1966/11/25 ），行政院即時於12月30日依此決議所呈請之公文，提交於第1,000次院會議決（聯合報，1967/01/01），最後於該年12月31日總統令准將臺北升格為直轄市，並訂於1967年07月01日起開始實施，並頒佈《臺北市各級機關及實施地方自治綱要》及《臺北市政府組織規程》，皆於民國56年時頒佈施行之。

（二）二都時期

    1961年至1981年間，並未有計畫性的發展，但人口與產業集中於南北兩端，區域間發展差距逐漸擴大；都市用地、工業用地與農業用地間雜亂分布，造成土地使用不當（葉世文，2010：1-3）。所以在臺北市改制為院轄市之後，高雄市前後亦提請多次改制案至行政院，其整個改制經過為1. 省府第1450次委員會決議，同意改制升格為院轄市，執行政院核定，並請將實施日期一併核示；2.1978年11月9日第1603次行政院會議決議，高雄市議制為直轄市，呈請總統核准後，自1979年7月1日起實施，並組成高雄市改制籌劃小組，進行各項準備工作，請俞政務委員召集，並於隔日以台67內字第10125呈請總統核示；3.行政院於民國1979年5月24日第1632次會議，討論擬具高雄市改制後中央及地方法令規章適用及整理原則，經改制籌劃小組第3次會議討論決議，由院會呈奉總統核定，於1979年6月20日以前由院發佈，並於同年7月1日生效（尹德民，1983：13-15）。

    尹德民(1983)透過高雄市議會對高市升格的建議反應，從其前後共有6次的提案，認為升格乃因民眾之所願。1978年10月底高雄市人口數為106萬人，已達改制的人口基準，但就其當時歲出、人員編制及預算經費實難達成百萬人口施政之要求，實已出縣行政上之困難，所以高雄市的改制，亦因應現實上之需要，且在法規依據上，和臺北市同依市組織法第3條
，政治程面上，亦和臺北市類同，當時由王玉雲當選市長，因其長期掌握高雄市地方政權，所以透過改制，將市長改為官派，以便掌握地方政治（曾建元，2006：209）， 而高雄市的改制，亦促使1979年研擬台灣地區綜合開發計劃，其使能藉此解決空間資源配置及各土地使用不當的問題（ 葉世文，2010：1-4）。

    高雄市和臺北市在都市文化、財稅來源、都市發展及交通運輸等皆為不同，但在提出改制的原因卻雷同，就如同Robinson和Meier認為，在路徑依賴研究途徑中，官僚組織內有其慣性的特性，早期所作的決定，在組織歷史將會大大的限制未來組織的理想性選擇(Robinson＆Meier,2006:242) ，所以高雄市在最後提出改制時，大體上仍依尋著臺北市的腳步。 

(三)五都時期

    直轄市之地位、權責與財政在憲法地位上與省相當，就資源亦是較縣市為優，再加上先前已改制之臺北市及高雄市，其改制後資源之配得的增加，使其他縣市欲改制之聲音不斷，再者是早期臺灣中央政府對各級地方政府的態度，本為「 重視省市、輕視縣市、無視鄉鎮市」，後因1997年精省修憲、1999年地方制度法施行後，將省虛級化，使中央政府對各級地方政府的態度則調整為「重視直轄市、輕視縣市、無視鄉鎮市」的趨勢（陳朝建，2007），縣市受到輕視，也成了其他地方政府想改制的因素，諸如 台北縣台北縣政府即於1979年6月26日起，即建請中央將台北縣改制為直轄市；臺中縣、市合併升格為直轄市，亦早在1980年代就已提出，再到2000年陳水扁參選總統時，將其列為主要政見之一，於游錫堃任行政院長時協調臺中縣、市政府及中央三方，以取得改制之共識（黃信達，2010：221）。

    政府遂於民國85年納入「保障國土開發公平性」、「尊重市場力量，建立有效率發展機制」、「落實永續發展理念，強調生活、生產與生態環境並重」及「落實地方自治，提升地方政府及民間參與國土發展份量」等規劃理念。（葉世文，2010：1-4）

    縣市改制為直轄市並不容易，觀臺北市之改制，影響了臺灣省政府之財政，高雄市亦同，所以縣市之改制，就中央與地方間的職權協調、財政、組織等皆有重要影響，且還需視其人口、聚居要件、政治、經濟、文化及都會發展等條件，才可通過並改制為直轄市，就現實層面而言，縣市的改制並不容易，所以從二都時期至五都時期，中間間隔30年之久，一直未能有他縣市可完成改制。

    2008年總統大選，於謝長廷任行政院院長時，曾提出「六星計畫」，以推動全面性的社區改造運動、 建立自主運作且永續經營之社區營造模式與強化民眾主動參與公共事務之意識為目標（臺灣健康六星計畫網站， http://www.safemyhome.tw/star_a.html ），當時之總統參選人馬英九於2007年10月重申了「三都十五縣
」為政見（蕭師言，中華日報，2008），望能藉此獲取更多選票，此政見亦於馬英九當選總統（2008）後，成為其施政方針之一及我國後來五都直轄市之行政區劃的重要開端，就路徑依賴理論觀之，認其為我國直轄市制度由二都演變成五都之重要轉捩點。
    馬英九總統上任後，截至2009年5月31日止，提出改制計畫者共有7案，依序分別是臺中縣市、臺北縣、桃園縣、彰化縣、高雄縣市、臺南縣市、雲林縣和嘉義縣。內政部於2009年6月6日函頒審查改制計畫作業要點及改制計畫審查項目，送給提出改制計畫之直轄市、縣市政府（內政部民政司， http://www.moi.gov.tw/dca/01news_001.aspx?sn=2597，2009）。同年6月23日由10名政務人員與15名專家學者共同召開，長達15個小時的改制計畫審查會議，最後由台北縣單獨改制為直轄市、台中市縣合併改制為直轄市，以及高雄市縣合併改制為直轄市等3案通過；桃園縣、彰化縣、雲林嘉義兩縣合併改制等3案，未通過；至於，台南縣市合併改制直轄市案，則決定將再報請行政院決定之（陳朝建， 2009）。

二、干預性特徵的論述

就路徑依賴途徑來看，其隱含著先前的情境與事件會限制並形成後來的影響及後來的政策選項，更特別的是從規範面來思考，路徑依賴僅是種過程，強調在不明確的方式下，現象的原型是會被起先情境所影響( Driel＆De,2007:682-683)，如本文之研究架構，制度是在路徑的基本本質特徵上，受到干預性特徵的影響，而產生路徑的創造。以下就干預性的七個特徵，對直轄市的制度進行論述。
(一)網絡外部性
    在高雄市改制成功後，進入二都時期，其至五都時期間，不乏有些縣市提出欲改制為直轄市的申請，但這些申請案其間均有許多聲音的出現，例如擔心中央財政分配不均、擔心中央權力削弱或縣市各說各話，只求個體利益增加等，以致這些申請案對直轄市體制及原本之路徑，或有產生干預，但並未立即形成原路徑的演變。
(二)短見視野
    在直轄市的改制前後，不乏發現短見視野之外。觀當初在臺北市及高雄市改制的時候，即應先將臺北縣及高雄縣納入直轄市的區域內，才不會有後來新北市獨立升格，不願和臺北市合併，及高雄市必須再次提出合併改制的情況發生。再者，來當初在改制時，難於測知大陸的掘起及資訊的快速發展，皆是種短見視野之必然。
(三)轉換成本
    從二都要轉變到多都的直轄市變革中，所需要的轉換成本過高，畢竟在表面上穩定的二都情況下，如果要轉換成多都，全臺行政區域必需重劃，牽動民意席次代表、財政劃分、組織員額的擴大等，都是需轉換的成本，所以在發生轉捩點前，因轉換成本所生的保守心態，就會形成不變是比轉變來得好的結果。
(四)鎖定效果
    後來提出的地方制度法，在直轄市改制條件的申請方面，仍是在市組織法的基礎上， 這種在原型現象上的發展，是會受到鎖定(lock-in)效果的限制，這些鎖定效果諸如：沉澱成本或明確因素的相關性(Driel＆De,2007:682-683)，所以後來欲做直轄市制度之變革時，已可見其在某些條件上已受到鎖定。其中，是時主要的鎖定因素，諸如：人口聚集、特殊之政治社會文化情形、市長官派、財政人力資源分配系統等。
(五)自我再強化
    藉由穩定發展之考慮，每會以自我再強化方式來抗拒或干預改變。臺北市改制之後，隨著高雄市的改制，達到了表面上的南北平衡，制度藉由穩定而達到自我再強化的機制，而可藉由這樣的穩定，使路徑受到鞏固。此外，當一些要求改制聲音出現時，中央政府即每每透過安撫、協調及擴大分配方式來阻扼其發生。
(六)反應序列
    在時間的推進中，面對要求改制問題發生時，中央政府隨著進行一序列的反應作為，以平息所求該一序列反應諸如：與該地方政治菁英溝通、增加建設經費、強化人才甄補，擬定修法準備工作…等，以為漸進調整或微調之因應，並形成有效的干預。

(七)關鍵時刻

縣市多次的提出改制案，但一直未受到通過，直到總統大選時，因為為求政見的兌現，才開始積極去推動，即因有些地方的意見，長期不受到重視，故要求改制的強量蓄積到極點，又值關鍵的催化因素產生之際，才使得延宕30之久之二都，轉變為五都的型態。

伍、五個直轄市的路徑創造：結果性的特徵
一、路徑創造
    在政治、經濟、社會及人口等劇烈變化的時代衝擊下，舊有的法制、行政、區劃及公共政策皆逐漸無法合宜當代劇烈變化腳步，但改制為直轄市之計畫，並非全盤皆變，而是依循舊有體制來作調整與修正。換言之，我國現有之五個直轄市出現，其改制的路徑必須依循過往舊有體制與機制來作調整，誠如學者Robinson 與Meier所指出，路徑依賴過程是受過去行動所支配，也就是當我們了解以往組織所啟動的特定路徑時，我們將可相對的預測出未來的行動(Robinson ＆Meier 2006:254)。舉例而言，我國現有五個直轄市在改制前後主要的行政區劃並無差別，僅依循法令規定將鄉鎮市改制為區。
    現代民國98年地方制度法的修正，加以增訂第7條之1、7條之2及第87條之1~第87條之3條文，我國行政區劃、國土計畫及區域發展等又邁進了一大步。隨著地方制度法的修訂，原本較為抽象性的法律概念而有了實質性的規範。民國98年當時所提出改制計畫的四個直轄市，都必須先經自身符合提出申請標準，再進一步提出改制計畫等程序
。路徑創造可從相關的本體論來界定，視機關本身是沿著議題及事件展開行動網絡的一部份，其行動者是能影響其展開行動的過程(Ed,2010:734)。
    承於上述，2009年當時所提出改制計畫的四個直轄市，在提出申請前各有不同的改制計畫與因素，循著不同的創造路徑進行之。惟創造路徑的功能效益，難作全面性的評估。誠如學者Pierson指出政治學者投入制度的影響性上，是比投入制度的起源及變遷有較多的關注，以至於生偏難全，會出現有一個明確的傾向，即無法掌握潛在及外來功能的估算(Pierson,2000:475)。因此，政治學者依政治事件的起源及變遷之各種可行的機制，進而來明確化一些較多可能的估算條件，並將之轉化為行動的主要依據是重要的工作(Pierson,2000:476)。爰此，除上述已闡述直轄市之變革過程外，筆者尚須就改制前各類可能影響改制之事件、及其創造路徑所生的變與不變的影響作一說明，就此，筆者先將之分為三種類型加以分述如下。
(一)單獨升格
     此次提出改制計畫者，在原有行政區劃下單獨升格者為新北市。新北市之前身於1950年後曾歷經縣、準直轄市兩種體制型態，且在臺北縣時期係臺灣第一個依地方制度法第4條第2項規定，準用直轄市相關規定之縣(臺北縣政府，2009：2)。又依據臺北縣改制計畫書指出臺北縣於2009年3月底，人口數已達384萬人以上(臺北縣政府，2009：2)。此時之臺北縣人口比例已佔全國總人口數六分之一，且政治、經濟、文化及社會等已符單獨改制升格申請資格。加以2008年總統大選後，時任臺北縣長的周錫瑋為加速推動臺北縣改制升格，一再向中央提出改制需求，並希望與馬政府所選前所提出三都十五縣之政策相呼應，周錫瑋不斷喊出臺北縣居於臺灣地區人口之冠地區，卻無法享有與臺北市相同資源的口號提出迫切改制的需求。
(二)合併升格
    合併升格者在本文主要是針對兩者原先皆非為直轄市體制，而後合併提出改制計畫者，並合併改制後成功臺中市、臺南市。合併改制之過程，原有臺中縣人口150萬人，臺中市人口100萬人(臺中縣(市)，2009：3-5)，若單就法規人口數規定來看，臺中縣已達改制之標準，但在三都十五縣之政策導向下，為求北中南區域綜合發展觀點，臺中縣與臺中市實是有合併升格改制之必要，理由是臺中縣欲單獨升格，將因不具政治、經濟、文化及區域發展的特殊性，即無法成功。另一方面，原有臺南縣人口數110萬人，臺南市人口76萬人(臺南縣(市)，2009：5-7)，兩縣市人口必須相加，方符改制之條件標準。有趣的是，改制的審查標準依據學者陳朝建指出在作業上是不夠透明的，且似乎未符合行政程序法所稱之民主、公開與公正程序(陳朝建，2009)。最後通過改制升格的審查原因為臺南市為文化古都且具臺灣地區重要歷史與文化之地區。
(三)合併改制
    合併改制者在本文主要是針對兩縣市合併時，其中之一即原為直轄市。在此改制者為高雄市。改制前之高雄市為高雄縣與高雄市兩縣市。原有高雄縣人口為120萬人，高雄市人口150萬人(高雄縣(市)，2009：2)，若就人口數來看，兩縣市皆已達到改制申請之標準，但原有之高雄市已於1979年即改制為直轄市，其後之高雄縣乃因為區域綜合發展，考量聚落型態與地方特色加以結合高雄市都會區概念提出改制升格，且形成南部區域發展中心之型態。簡言之，雖原高雄市即為直轄市，但考量整體性發展且長期與高雄縣生活圈型態相互結合發展，輔以補足高雄縣聚居型態的整體性，因而合併改制為現今的高雄市。
    總體而言，五都體制的路徑創造主要有三，第一，在舊有台北縣改制為新北市前，其中經過準直轄市時期，準直轄市在制度上，主要還是依循比照直轄市的各法制與規定運作，其在路徑創造上主要在於人口的因素，準直轄市依據地方制度法第4條第2項指出，縣人口聚居達200萬人以上，未改制為直轄市前，於第34條、第54條、第55條、第62條、第66條、第67條及其他法律關於直轄市之規定，準用之。因此，準直轄市的制度即是在舊有路徑上的小幅修正創造新的路徑。第二，在路徑創造上，2009年的地方制度法增訂與五都改制，創造了新的合併改制與合併升格的新路徑型態，有別於過往，直轄市、縣市間可透過合併方式提出改制計畫。第三，在啟動路徑上，舊有如臺北市以行政命令的中央改制型態轉變為地方政府也可提出改制計畫，形成兩類的啟動路徑創造。另一方面，在作業路徑上，增訂了4個次序作業路徑，此兩種路徑創造主要提升強化地方參與和地方自治的精神與實質效果。綜觀來說，五都的體制設計，在路徑創造下，是有變與不變的地方，變化的路徑大多出現在地方政府的合併改制的候選條件情況下。不變的情況，諸如，地方制度法所規定的改制條件與改制所需經過的啟動路徑與作業程序等。
    個體而言，五都在提出改制計畫前，有些縣市囿於不變條件因素下，而需合併改制、合併升格或單獨改制。舉例來說，臺北縣與臺北市在三都十五縣規劃下是採合併方式改制，但卻限於政治判斷而改採單獨改制，未採如高雄縣與高雄市合併升格方式；又如臺南縣與臺南市兩縣市皆未達地方制度法第4條之改制條件，因而採兩縣市合併以求達到人數上條件之符合，提出改制計畫。簡言之，五都為達如期的改制計畫提出，皆會在既有不變之路徑下，形成新的路徑創造。
二、結果性特徵的論述
    依據路徑依賴的結果性特徵，筆者從五都改制計畫中，歸納出三點特徵如下。第一，路徑累積誠如學者Goodin提出的築巢規則，制度是穩定且具預測性的，舉例而言，舊有的市組織法只需達成三個條件(1.首都；2.人口在百萬以上者；3.在政治經濟文化上有特殊情形者等條件)即可符合升格條件，而現今的地方制度法，則將三個候選路徑濃縮為一個候選條件(人口聚居達125萬人以上，且在政治、經濟、文化及都會區域發展上，有特殊需要之地區得設直轄市)。雖條件上看似更為嚴謹，但是現行地方制度法之候選條件依然還是承襲市組織法的規範而來。
第二，路徑的再創造，係指路徑的創造在舊有制度下的調整衍生出新的路徑，承斯上節所述，諸如，準直轄市、啟動性路徑、作業性路徑及審查委員會的組成，都是奠基於舊有制度路徑所創新的路徑。
第三，次佳選項的特徵部分，任一制度皆有其瑕疵與不完整性，針對五都的改制升格，學者陳朝建曾提出都會區域發展條件，城市機能的完整性是否足夠是一考量的重點，舉例而言，城市交通運輸的發展潛力(機場、捷運、海港各項設施)是否完備。另外，六星計畫(北北基、桃竹苗、中彰投、雲嘉南、高高屏、宜花東)是否更能貼近國土計畫的綜合性發展(陳朝建，2007)，筆者也認為，即便是理性的思考也無法達到最佳的選項。
因此，五都體制的建構依然需要導入不同的觀點來作調適。申言之，不論是合併改制、合併升格與單獨升格所提出的改制的計畫都需導入各種嶄新的觀點與參照各類地方性因素與特色，據學者李長晏指出我國直轄市的發展邁入都會區型態後，更會面臨三種類型的挑戰，此三種挑戰為1.國際競爭力；2.區域發展力；3.公共服務力。而面對此三種挑戰，更需兼顧四種隨之而來的需求，1.都市全球化競爭力的需求；2.以區域為基礎的政策訴求；3.跨部門夥伴建立的需求；4.新型態合作方式的需求(李長晏，2011：132-133)。是以筆者認為我國現已邁入五都十七縣的嶄新區域發展模式，除需依循舊有路徑良好健全政策的模式，更因透過跨域合作、多層次治理、促進永續發展與結合全球在地化等發展地方特色模式，來強化現行路徑模式的效益。
陸、結論
    直轄市制度，受西方都會區的影響，在中央政府遷台前，即已存在，其設置條件強調人口要有足夠的聚集，且在政治、經濟、文化及區域發展，要有特殊性，方賦予充分且特殊的自治資源及自治權，俾助其快速發展，協助其帶動周邊衛星區域之繁榮以及從事國際接軌工作，但直轄市之設置對中央集權而言，易形成脫離監督，且導致區域發展不均衡、貧富懸殊的現象，因此直轄市的設置與否，屬中央集權的國家經未審慎評估，不輕易核准，且核准確定之直轄市體制，也不輕易更動，面對這種體制的特質，筆者從路徑依賴研究途徑來探究近40餘年來直轄市的演變過程，從上述之分析，大致上已有較具體的發現。
    臺灣直轄市體制初期的主要路徑依賴，就是直轄市的條件設置路徑及中央核定路徑兩種，其中條件設置路徑乃強調要人口聚集且具政治、經濟、文化之特殊性，而中央核定路徑是強調直轄市的設置與否，須由中央作計畫性或統籌性的考量，此兩種路徑在三次變革過程中並未改變，且以某一縣市單獨升格為主流。雖然在五都時期又再創造了準直轄市路徑、合併升格、合併改制路徑及具有地方參與的作業路徑，這些路徑是有擴大原先路徑的現象，但並未偏離原先路徑的設計軌跡。
    我國直轄市從二都到五都的演變，基本上歷時30年是慢化的，1970至1980年代我國已創造了經濟奇蹟，而且臺北縣、臺中市等已陸續出現升格改制的呼聲，中間於1996年又有保障國土開發公平性及落實地方自治等規劃理念之衝擊，竟然需要經30年後才有真正的演變，揆其慢化之原因，即因轉換成本、鎖定效果、自我再強化、網路外部性、短見視野及反應序列等因素之干預所致。
    其次，從二都到五都的路徑演進，其關鍵時刻是在2008年左右，當國、民兩黨總統候選人在各種環境及各方力量的壓力下，紛紛提出路徑演進的方案時，為遵守及兌現競選承諾，即在馬英九總統三都十五縣的規劃藍圖下，再經過專家學者審查意見，強勢主導修法並規劃創造新五都的路徑，不過，五都的決定還是有不少的批評及質疑，迄今並無法認定它是一個最佳的選項，而僅可視其為次佳選項。
    至於我國直轄市變革的路徑依賴與創造的情形，筆者擬參酌學者Ju Chang Bum與Tang Shui-Yan的研究(Ju＆Tang,2010:17)，提出我國直轄市的論述表，如表2。表2中，在變數上分成四類，即路徑依賴、關鍵時刻、政治論證及路徑再創造，另在論述標準上提出面向、基本命題及直轄市個案等三種，其中發現1.直轄市的路徑依賴是「中央集權心態、人力財政資源分配計畫限制了直轄市制度的發展選項。」2.直轄市變革的關鍵時刻是「馬英九重申三都15縣主張，又當選總統，希望面對競選承諾的兌現。」3.直轄市變革的政治論證是「關鍵時刻的主導者馬英九總統具有強勢的政治影響力，原直轄市設置協商，但還是新創造路徑的根本主軸。」4.直轄市變革的路徑再創造是「除直轄市路徑外，創造了準直轄市新路徑。直轄市路徑中，除舊單獨升格外，尚新增合併改制及合併升格二種路徑，唯該二種路徑，還是要依循舊有的設置條件路徑，這些再創造路徑還是存在一些窘境。」
表2:直轄市變革的路徑依賴與創造的論述表
	直轄市變革的路徑依賴與創造的論述表

	        變項
    內容
標準
	路徑依賴
	關鍵時刻
	政治論證
	路徑再創造

	面向
	報酬遞增及不同的鎖定機制，會影響制度與政策變遷的軌跡。
	發生於制度與政策發展的主要分水嶺或轉捩點。
	舊的制度不必然會在關鍵時刻被排除，取而代之的是，舊制度的角色會在新政治及經濟的強制下被再度協商。
	以舊制度為根本路徑主軸，再創造新路徑或小幅調整舊路徑。

	基本命題
	制度與政策在關鍵時刻的選擇，會限制下一個系列變遷的有效選項。
	關鍵時刻是指相對結構不明確的時候，該時候會存在有意圖的行動者處於更自願情境下，希望去建構其影響。
	關鍵時刻後的政治動態會影響舊制度在新政治環境下的角色。特別的是如政治論證的結果，就制度可採新的目的且新的因素可被容許進入舊的制度。
	路徑再創造是關鍵時刻後的因應結果，再創造之路徑，並未偏離舊路徑主軸，路徑的演進受鎖定效果的影響，還是次佳選項。

	直轄市個案
	中央集權心態、人力財政資源分配計畫限制了直轄市制度的發展選項。
	馬英九重申三都15縣主張，又當選總統，希望面對競選承諾的兌現。
	關鍵時刻的主導者馬英九總統具有強勢的政治影響力，原直轄市設置協商，但還是新創造路徑的根本主軸。
	除直轄市路徑外，創造了準直轄市新路徑。直轄市路徑中，除舊單獨升格外，尚新增合併改制及合併升格二種路徑，唯該二種路徑，還是要依循舊有的設置條件路徑，這些再創造路徑還是存在一些窘境。


資料來源：參照自”Path Dependence, Critical Junctures, and Political Contestation: The Developmental Trajectories of Environmental NGOs in South Korea,”by Ju, Chang Bum, & Tang, Shui-Yan,2010, Nonprofit and Voluntary Sector Quarterly, XX(X), p.17. doi: 10.1177/0899764010378754，並依本文研究個案發現自行整理製表。
    總而言之，我國直轄市的路徑依賴現象，呈如Veggeland之見，路徑依賴是具有很多歷史或意識型態的背景，且創造了一些隱藏性的制度條件型態( Veggeland,2008:269)，因此路徑依賴的分析不能只依賴一個變數，它必須依賴一組具函數性的整合變數( Reuch,2004:230)。其次，面臨強大關鍵時刻之衝擊，他選項的考慮時，他只會選擇接近通用的路徑，而不是最理想的路徑(Robinson ＆Meier, 2006:242)。因此筆者深深體會到，一個人所處的位置是由其所採行的路徑所決定的。而且，該人不僅不會脫離該路徑，也不會否定該路徑的價值，更不會抹煞他現在所處的位置(Peacock, 2009: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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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nge or Unchange of Municipality in Taiwan:the approach of path dependence
Chin-Hua Lin
Abstract

Analyzing the evolution process of municipality in R.O.C. during the past 40 years, I adapted the approach of path dependence, focused the main issues are: 1.What is phenomenon of the main path dependence of the municipal institution in Taiwan? 2.Why the responsive abilities of municipality was so slowing down, also so tough and tenacious for our government, whether lock-in or self-reinforcement on the path dependence make it happen? 3.When was the critical junctures and what was the changing energy, shaping the evolution from older path to new path in municipal institution?The evolution from two to five municipalities lasted 30 years, basically is slowing down. Understanding the reason of the slowing down, I fund the intervening factors that are as switching costs, lock-in effect, self-reinforcement, context externality, short-sighted vision and reaction sequence. Second, the critical juncture in the evolution from two to five municipalities is President Ma Ying-joen formulating the blueprint of three municipalities and fifteen counties in 2008. After the review by experts and scholars, President Ma strongly guided and created the new path of five municipalities, but the option just only as second-best choice.
Key words:municipality、path dependence、switching costs、increasing returns、lock-in、reactive sequences、critical junctures



干預性特徵





網路外部性


短見視野


轉換成本


鎖定效果


自我再強化


反應序列


關鍵時刻








結果性特徵





路徑累積


路徑再創造


次佳選項








本質性特徵





依賴歷史


經驗法則


報酬遞增








� 5個省轄市，含臺北、高雄、臺中、臺南、基隆。


� 周得福之臨時題案：「建議中央政府明令定臺北市為陪都，改設院轄市由」。


� 凡人民聚居地方，具有左列情形之一者，設市，受行政院之指揮、監督：一、首都。二、人口在百萬以上者。三、在政治、經濟、文化上有特殊情形者。


� 三都十五縣，首度提出為�HYPERLINK "http://zh.wikipedia.org/wiki/2000%E5%B9%B4"��2000年��HYPERLINK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80%A3%E6%88%B0"��連戰�首度參選�HYPERLINK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8%8F%AF%E6%B0%91%E5%9C%8B%E7%B8%BD%E7%B5%B1"��中華民國總統�時所推出的政見之一。


� 參照地方制度法第四條、第七條之一、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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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動性路徑


作業性路徑


1個候選的條件路徑


兩個獨立啟動路徑


四個序列作業路徑


1個必要決定路徑


表1：現行縣市改制為直轄市之法制路徑分析表


決定性路徑


人口達125萬以上，且政治、經濟、文化及都會區域發展有特殊需要之地區。


1.中央基於國土合理規劃及區域均衡發展。
2.地方(縣市、直轄市)擬定改制計畫提出。


1.地方政府徵詢各方意見。
2.擬定改制計畫。
3.經地方議會同意。
4.送中央政府核定。


內政部組審查委員會審查決定後送行政院核定。



